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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全球持续扩张的野生动物消费需求和相关非法贸易是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重要威胁之一。近期新冠肺炎疫情

暴发, 野生动物贸易和食用的公共卫生安全风险也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本文从社会学、心理学、行为科学等

多学科的视角分析和理解我国野生动物消费的需求动因, 提出科学的行为改变对策。从我国野生动物消费现状来

看, 功能性、社会性和体验性等非生活必需性需求凸显, 并受复杂因素影响。基于对需求动因的理解, 运用合适的

行为改变框架, 以及宣传教育、社会影响、法律规范和行为助推等多种行为改变方法, 通过科学系统的阶段和步

骤, 可有效地影响和改变野生动物消费行为。行为改变对策的实施需在具体情境下加强合作, 重视多学科运用、

多主体合作和多尺度考虑。 
关键词: 野生动物非法贸易; 需求动因; 减少需求; 行为改变; 多学科合作 

Understanding and changing wildlife consumption behavior from a 
multidisciplinary perspective 
Zhijian Liang1,2#, Jiabei Hu1,2#, Sifan Hu1,2, Jingjing Zhao1,2, Kaiwen Zhou1,2, Yunbo Jiao3, Cheng Huang1,2, 
Xia He1,2, Anita Kar Yan Wan1,2, Lishu Li4, Fangyuan Hua5, Tien Ming Lee1,2,6* 
1 School of Life Sciences,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275 
2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Biological Control,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275 
3 School of Law,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275 
4 Wildlife Conservation Society, Beijing 100012 
5 Institute of Ecology, College of Urban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s,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6 School of Ecology,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006 

Abstract: Escalating global demand for wildlife products and consequential illegal wildlife trade has become 
one of the major threats to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In the recent COVID-19 pandemic, growing public 
health risks of wildlife trade and consumption have triggered widespread public concern. In this review, we 
adopt a multidisciplinary perspective, including sociology, psychology, behavioral science and other 
disciplines, to understand the motivations for wildlife consumption in China, and to propose scientifically 
guided behavioral change countermeasures. The current state of wildlife consumption in China reveals 
certain functional, social, experiential and other non-essential needs of wildlife as major drivers of 
consumption, which are affected by a host of complex factors. Based on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driver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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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mand, we suggest using behavioral change frameworks, and a variety of behavioral change methods, 
including education, social influence, regulation and nudging, to effectively influence and change wildlife 
consumption behavior. For effective implementation of behavioral change strategies, collaboration needs to 
be strengthened, both among and across diverse disciplines, actors and scales of interest. 
Key words: illegal wildlife trade; drivers of demand; demand reduction; behavioral change; multidisciplinary 
collaboration 

野生动植物资源是自然生态系统的基本组成

部分, 也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Solís 
& Casas, 2019)。过去数十年来, 受全球持续扩张的

市场需求和非法贸易低风险、高收益特性所驱动, 
野生动物国际合法和非法贸易增长迅猛(UNODC, 
2016; Harfoot et al, 2018)。过度利用和非法贸易不仅

直接威胁濒危物种生存和生物多样性保护(Hughes, 
2017; 王文霞等 , 2017), 而且可能导致疫病传播

(Rosen & Smith, 2010)和外来物种入侵(Arena et al, 
2012), 危害地区和国家生态、公共卫生安全。野生

动物贸易的管控因此不仅是自然资源利用的问题, 
更是全球尺度的社会问题(Brashares et al, 2014), 需
要多学科尤其是社会科学的运用以更好地理解和

应对其复杂性(‘t Sas-Rolfes et al, 2019)。 
2019年底暴发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引发

社会对野生动物贸易和食用潜在风险的关注, 也凸

显了打击野生动物非法贸易和规范引导野生动物

消费行为的必要性。传统上应对野生动物非法贸易

的手段主要集中在贸易链的供应端, 如对市场的规

范管理和执法打击。然而, 近年来相关研究和保护

实践越来越多地强调针对终端消费者的干预策略

的重要性(UNEP, 2014; Thomas-Walters et al, 2020)。
因此, 本文围绕供应链的消费端就中国野生动物消

费问题总结新现状、新理解和新对策, 为野生动物

保护实践提供更多科学的参考。 

 
在当前全球跨国跨区域的野生动物贸易链条

中, 我国是主要的消费国和贸易目的地之一(Nijman, 
2010; UNODC, 2010)。近年来, 随着我国经济实力

和国人消费能力的大幅提升, 加上传统野生动物消

费文化以及“以商业繁育和利用促进野生动物保护” 
(赵学敏, 2004)的国家政策等多重影响, 我国野生动

物消费市场正经历快速的扩张。因栖息地破坏、非

法猎捕和过度利用、环境污染等原因, 国内野生动

物野外资源急剧减少(国家林业局, 2007–2016)。为

填补供应缺口, 我国部分市场需求逐渐转向国内人

工繁育、国外合法进口和非法走私入境的野生动物。 
2000–2016年间, 全国注册的商业性野生动物

驯养繁殖单位从6,057家增加到7,958家, 年产值达

到550亿元(国家林业局, 2007–2016)。2007–2016年
间, 我国进口受《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

(The Convention on International Trade in Endangered 
Species of Wild Fauna and Flora, CITES)管制的野生

动物, 其总贸易额从2.6亿元上涨到14.5亿元(国家

林业局, 2007–2016)。同期进口的哺乳类、两爬类、

鸟类和鱼类的活体及其衍生物的WOEs①

与供应端情况相对应的是国内消费端需求的

增长。在2004年与2012年在中国的5个城市(北京、

上海、广州、昆明、南宁)进行的两次野生动物消费

问卷调查中, 均有约30%的受访者表示曾有过野生

动物消费行为, 其主要的需求类型包括食用、药品

与补品、工艺品与纪念品、服装与饰品和宠物(Zhang 
et al, 2008; Zhang & Yin, 2014)。其中, 食用是广州

和南宁最主要的野生动物需求类型。国内野生动物

人工养殖的调查数据证实食用正逐渐成为一些地

方养殖产业发展的主要驱动力。例如, 浙江省的食

用类野生动物养殖单位数量占全省养殖单位总数

的90%以上(朱桂寿等, 2008)。在云南德宏州, 人工

养殖的以食用为主要目的的蛇类和竹鼠的存栏数

占全州人工养殖野生动物总存栏数的83% (李宏刚

等, 2019)。在进口贸易方面, 动物毛皮和宠物/观赏 

数量也从

28万个增加到58万个 (数据来源 : CITES Trade 
Database, https://trade.cites.org/)。近十余年我国野生

动物非法走私一直屡禁不止, 2010–2016年间案件

数量逐渐增长, 在2016年案件数量达到61件(王文

霞等, 2019)。 

                                                        
① WOEs (Whole-organism equivalents, 有机体): 一种转换单位, 帮助

人们理解不同种类的野生动物制品的贸易数量。例如一张完整北极狐毛

皮被假设等于一个北极狐有机体, 4只非洲狮爪等于1个非洲狮有机体。

具体的WOEs的转换方法可以参见Harfoot等(2018)。 

1  我国野生动物贸易及消费需求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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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我国野生动物进口主要需求类型和贸易物种。图A表示2007–2016年我国进口野生动物及其衍生物在动物毛皮、药用、

食用(含保健品)、实验动物、宠物或观赏5个方面的占比逐年变化情况(数据来源于国家林业局); 图B用圆环扇区大小表示各

类野生动物主要贸易物种的占比(数据来源于CITES Trade Database, https://trade.cites.org/)。2007–2016年间, 我国两栖类合

法进口数量极少, 10年间WOEs合法进口总数不足3,000个。 
Fig. 1  Major demand types and traded species of China’s wildlife import. (A) shows the annual change in proportion of wild 
animals and their derivatives imported into China between 2007 and 2016. Data is categorized into five trade commodity 
types—animal fur, medicinal, edible (including health care products), experimental animals, pets or ornamental uses (data retrieved 
from the State Forestry Administration); (B) shows the proportion of major traded species by sector size and the major trade 
commodity types (data retrieved from CITES Trade Database, https://trade.cites.org/). Between 2007 and 2016, the volume of 
China’s legal amphibian import is very small, with total number of WOEs less than 3,000. ©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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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活体常年是我国野生动物进口的大类, 过去十

年, 年度贸易额占总体野生动物进口的平均份额分

别为58%和21%, 而实验类动物进口额呈逐年下降

趋势(图1A)。在进口的各类野生动物中, 哺乳类以

毛皮和实验动物活体为主 , 如北美水獭 (Lontra 
canadensis)和食蟹猴(Macaca fascicularis); 爬行类

以用于皮革和乐器蒙皮原料以及混合用途的鳄鱼、

蛇类和龟鳖类活体为主; 鸟类以鹦鹉目活体为主, 
如多用于观赏的非洲灰鹦鹉(Psittacus erithacus); 
作观赏用途的美丽硬仆骨舌鱼, 俗称金龙鱼(Sclero-
pages formosus)自2005年起取代鲟鱼类成为我国鱼

类进口的主要物种 , 占鱼类进口总数的97% (图
1B)。与合法市场需求结构相比较, 我国非法野生动

物贸易涉及的物种主要包括装饰用、食用和药用的

象牙、犀牛角、穿山甲(穿山甲肉、穿山甲片)、熊

掌、虎(虎骨、虎皮)、豹(豹皮), 以及蛇、蜥蜴和龟

鳖类活体等高价值或大宗的野生动物及其衍生物

(Jiao, 2016)。 
综上所述, 近20年来, 在消费端食用、毛皮用、

宠物或观赏用等需求的刺激下, 我国国内以及和贸

易来源国、中转国之间的贸易量在大幅增长, 伴随

而来的滥捕滥猎和非法贩运也相应增长。应对野生

动物贸易的不可持续性和非法贸易及其滋生的非

传统安全风险, 需要从根本上减少市场需求, 特别

是食用野味、消费异宠等非生活必需的、高公共健

康风险的需求。因此, 需要了解此类需求背后的社

会心理动因及相关影响因素, 以此为改变野生动物

消费行为提供理论支撑。 

 
野生动物消费通常是从消费者个体需求产生

和驱动到行为决策和实施的过程(图2)。首先, 消费

者的需求多样 , 且受复杂因素影响(Schiffman & 
Wisenblit, 2019; Thomas-Walters et al, 2020)。其次, 
消费者购买野生动物或其制品来满足其特定需求, 
主要基于对野生动物及其制品功能特性的认知, 而
此类认知又多与消费者所处的社会和文化背景紧

密相关(Davis et al, 2019)。最后, 消费者最终的行为

决策和实施又受到诸如法律、政策等外部因素的影

响(Sung & Fong, 2018)。理解消费者的需求偏好、

行为决策及其影响因素, 对制定有效的推动消费者

行为改变的措施十分关键。而社会科学视角如历史 

 
 

图2  野生动物消费的过程及影响因素 
Fig. 2  Process and factors affecting wildlife consumption 

 
学、社会学、心理学可以帮助更全面地理解消费需

求和行为的决策过程(‘t Sas-Rolfes et al, 2019)。 
从动因角度可以将野生动物消费的需求分为

不同类别。Thomas-Walters等(2020)系统性地将其分

为功能性、社会性、经济性、体验性和精神性等类

别。文化、传统或习俗等往往会对消费需求产生影

响, 在具体情境下可能体现为上述不同的类别。例

如受传统文化影响的犀牛角消费, 当被用作中药时

体现的是功能性需求, 而作为礼物赠与他人时更多

反映了社会性需求(Willemsen & Nguyen, 2017)。近

年来我国民众对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的非生活必需

性消费不断增长, 并突出体现了三类社会心理需求

的驱动——功能性需求、社会性需求和体验性需求

(Wasser & Jiao, 2010)。 
2.1  功能性需求  

受功能性需求主导的消费者追求野生动物产

品的营养、保健或治疗等功能(Thomas-Walters et al, 
2020)。例如非洲的丛林肉市场为当地提供食物来源

(Brashares et al, 2011), 而熊胆产品、穿山甲鳞片等

被用于传统中药(Feng et al, 2009; Xu et al, 2016)。在

我国, 许多关于野生动物的食补和药用价值理念植

根于传统的饮食和中医文化。长辈、家人、朋友以

及消费者之间的口碑传播也是个体关于野生动物

保健和药用功效信息的重要来源(Davis et al, 2019)。
除此之外, 媒体有意无意中也参与了消费观念的强

化, 例如一些旅游和烹饪节目对野生动物制品功效

的展示(Wasser & Jiao, 2010)。基于传统理念或者他

人经验, 消费者对野生动物功能特性的认知可能是

刻板、片面、不科学的。例如, 穿山甲鳞片的药用

功效虽是从古代医药著作传承下来的, 却已被科学

2  理解野生动物消费需求的社会心理动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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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伪(Challender et al, 2015), 而消费者对穿山甲野

生种群状况和维护生态平衡等方面的生态价值仍

所知甚少。又例如, 消费者普遍认为野生来源的动

物产品比人工繁育来源的功效更好, 因而即使在市

场有充足替代品的情况下, 仍偏好选择野生来源的

产品; 这种观念和态度直接导致野生来源的动物产

品价格和利润相比于人工来源产品要高出许多, 也
因此给野生动物种群带来极大压力(Dutton et al, 
2011; 刘钊等, 2017)。 
2.2  社会性需求  

以往调查显示, 传统佳节聚会和商业聚会是野

生动物消费的两个重要场合(Wasser & Jiao, 2010), 
这凸显了野生动物消费需求的社会性一面。一些野

生动物产品被赋予了财富、地位或权力等社会属性

以及象征意义, 可以满足消费者的虚荣心(俗称的

“面子”), 进而刺激了大量对野生动物产品的奢侈

性消费(Wasser & Jiao, 2010; Drury, 2011)。一项关于

象牙消费的研究表明炫耀财富和地位是驱动对象

牙需求的因素之一(GlobeScan & National Geogr-
aphic Society, 2015); 类似地, 鱼翅作为中国传统的

名贵食品之一, 在一些地区的婚宴等场合中较为流

行 , 被认为能体现消费者的经济实力(Cheung & 
Chang, 2011)。除“面子”外, 社会性需求还可能反映

“人情”。人情是可交换的资源。野生动物奢侈性消

费中很大一部分是源于通过请客送礼来建立和拓

展社会关系网, 为日后的社会资本转换成经济资本

做准备(Drury, 2011; Lin, 2017)。近期在越南的一项

研究发现 , 熊胆产品通常被用作礼物赠与他人 
(Davis et al, 2019); 国内对海鲜餐饮消费的调查也

显示, 高价的海鲜消费被商业群体视为拓展关系、

获取商业机会的途径之一(Fabinyi & Liu, 2014)。野

生动物消费的社会性需求在人际交往中不断强化, 
甚至在某些社会群体里演变成为一种潜规则, 对群

体的成员形成压力 , 使其不得不接受这种规则

(Drury, 2011)。有调查显示, 40%的受访者表示野味

在商业圈子里无可避免(Wasser & Jiao, 2010); 有的

受访者也表示参加宴会时, 受到主人和在场宾客的

压力不得不吃野味, 以表示对主人的尊敬(Fabinyi 
et al, 2016; Margulies et al, 2019)。此种情景下的消

费行为已不再是需求驱动, 而是由社会规范主导。 
2.3  体验性需求  

体验性需求指为了获得感官愉悦或满足好奇

心、刺激感而进行消费(Thomas-Walters et al, 2020)。
食用野生动物、穿着动物毛皮服饰和旅游业中的野

生动物消费体验都与这种需求相关(Curtin, 2005; 
Downes, 2018)。与此同时, 随着全球的异宠市场日

趋兴起, 消费者对异宠体验的需求驱动了数百种野

生动物的合法或非法交易, 其中涉及大量的濒危物

种(Bush et al, 2014)。例如, 某些灵长类动物在我国被

作为宠物进行非法交易, 其中懒猴(Nycticebus ben-
galensis)因其独特的外表而备受青睐 (Ni et al, 
2018)。随着互联网和新媒体的发展, 猎奇性的消费

越来越多地暴露在人们的视野中, 一定程度上驱动

野生动物产品的体验性消费在年轻人群体中成为

新的时尚。 

 
在理解野生动物消费需求的基础上, 为减少非

生活必需性需求, 实现消费行为的改变, 需要运用

多种方法进行行为干预, 包括宣传教育、社会影响、

法律规范和行为助推等。同时, 需要应用社会心理

学、行为经济学等多学科理论, 制定可有效实施、

推广、评估反馈及灵活改进的行为改变框架。在设

计、选择和运用这些方法和框架的过程中, 还需考

虑一系列基本原则(图3)。 
3.1  行为改变方法 
3.1.1  宣传教育 

宣传教育被普遍用于减少野生动物消费, 尤其

是针对信息或知识缺乏情况下的消费行为(Daut et 
al, 2015)。如瑞尔保护协会(Rare)发起的一系列生物

多样性保护活动(Pride Campaigns), 通过海报、歌

曲、社区宣传等多种形式提高人们对本土物种的认

知和自豪感, 同时普及相关的法律知识, 有效减少

了当地的贸易需求, 目前已在56个国家取得成果

(Jenks et al, 2010; Butler et al, 2013)。其中, 一项成

效评估研究表明, 在荷兰Bonaire岛的黄肩亚马逊鹦

鹉(Amazona barbadensis)保护活动中, 校园环境教

育、社会营销活动和法律规范相比于其他因素更能

降低盗猎以及对这种鹦鹉的宠物消费需求, 有效地

促进其种群数量的恢复(Salazar et al, 2019)。 
然而并非所有宣传活动均可改变野生动物消

费行为, 因为后者还受到社会情境、政策、文化以

及消费者对宣传内容的信任程度等的影响(Olmedo 
et al, 2018)。因此, 利用宣传教育的方法对野生动物  

3  改变野生动物消费行为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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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改变野生动物消费行为的框架、原则与方法 
Fig. 3  Framework, principles, and methods for changing wildlife consumption behaviors 
 
消费行为进行干预, 需要应用科学的行为改变理

论、区分消费者的目的和动机、细化宣传目标群体、

给予针对性的宣传内容(McKenzie-Mohr & Schultz, 
2014; Veríssimo & Wan, 2018; McNamara et al, 
2019)。具体来讲, 针对功能性需求, 可通过有效普

及科学知识, 改变消费者对野生动物特殊功能的片

面理解。例如使用“犀牛角等同于你的指甲”这样的

宣传词。针对社会性消费需求, 可建立消费者与野

生动物的情感联系, 激发共情心理, 抑制消费行为

产生。例如国际爱护动物基金会(International Fund 
for Animal Welfare)开展的公益广告宣传活动“妈妈, 
我长牙了”, 通过拟人化的描述, 使消费者知晓象

牙只能来源于被猎杀或死亡后的大象。相关评估显

示, 浏览广告后66%的象牙消费者明确表示不会再

购买象牙制品(Rapid Asia, 2013; Margulies et al, 
2019)。针对体验性消费需求, 可宣传相关法律知识

或推荐替代产品。例如在酒店中设置醒目的标识牌

引导境外旅客购买其他的合法纪念品(Wallen & 
Daut, 2017)。尽管如此, 大部分宣传教育活动仍缺

乏效果评估, 或仅有自我报告的行为或行为意愿, 
而缺乏科学的实际行为数据, 未来还需更长期的追

踪以验证其实际效果(Olmedo et al, 2018)。 
宣传教育除针对消费者外, 还应更多地在相关

部门、利益相关者及公众中进行。对野生动物保护

相关工作人员进行业务技能培训, 可提高其工作的

专业性(朱晓雷等, 2013)。对药用、餐饮、野生动物

驯养繁殖、宠物买卖等行业的工作人员进行全覆

盖、网络式的教育, 有助于减少非法野生动物的利

用(朱晓雷等, 2013; TRAFFIC, 2015)。对公众进行环

境或动物保护主题的宣传, 可增强公众对野生动物

的科学认知与保护意识。例如世界自然基金会

(World Wildlife Fund)、一个地球自然基金会(One 
Planet Foundation)发起的“发现身边的自然”在地环

境教育项目(http://www.wwfchina.org/pressdetail. 
php?id=1946), 以及国内最大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公

众参与节日“劲草嘉年华”, 通过演讲、影展、市集

等形式打造高品质、互动性强的生物多样性传播产品, 
自2018年以来, 已在25座城市举办活动32场, 吸引

线上线下3,400多万公众参与(https://www.haogongyi. 
org.cn/home/product/detail/id/62.html)。针对青少年和

儿童的宣传, 可把拒绝非法消费的知识带入课堂, 
通过学生影响家长, 达到全民教育的效果(史艳茹, 
2017)。最后, 抓住特殊的情境和机遇进行宣传, 可
让更多公众参与到对野生动物利用和贸易的讨论, 
认识到野生动物保护的必要性(Hou et al, 2020)。例

如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间, 众多保护组织在自媒

体平台积极发布野生动物科普内容, 同时由北京大

学自然保护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自然之友、山水

自然保护中心等机构联合发起的《公众对野生动物

消费、贸易、修法意愿的调查》, 获得了超过十万

份公众反馈(https://mp.weixin.qq.com/s/p-S3bmKtC1 
FXn3WkBVneVQ), 引发社会各界对野生动物消费

话题的广泛关注与讨论。 
3.1.2  社会影响 

社会影响是指个体受其社会关系中的他人或

其所在的群体有意无意的影响而引起的思想、感情© 生
物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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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行动等的改变(Turner, 1991)。从社会心理学中引

入的一系列社会影响方法, 如社会规范性信息、公

共承诺和群体领袖等, 已被广泛应用于保护心理学

和环境行为研究(Wallen & Daut, 2017), 可为减少

野生动物消费的对策制订提供借鉴。 
社会规范性信息是应用最广泛的社会影响方

法之一。它强调社会规范(即群体对特定情境下行为

标准的共同意见)能通过社会性的激励或惩罚来引

导或约束行为(Tyrrell et al, 2017; Wallen & Daut, 
2017)。例如在刚果共和国的一项研究发现, 运用参

与式监控系统, 通过组员间频繁与直接的互动反馈, 
可更显著地减少野生动物捕猎的数量(Marrocoli et 
al, 2018)。社会规范性信息可分为描述性规范信息

(描述社会中普遍的、大多数人的行为)和指令性规

范信息(说明被社会鼓励或禁止的行为) (Cialdini et 
al, 1991)。对于被社会谴责的不良行为(如野生动物

消费), 为避免干预对象产生心理抵触, 应尽可能使

用内容积极的描述性规范信息(如“大多数社会成员

不食用野生动物”, 而不是“野生动物的消费十分普

遍”) (Cialdini, 2003), 或是鼓励性的指令性规范信

息(如“保护动物是负责任的行为”)。目前还没有公

开的研究检验社会规范信息运用于减少非法野生

动物消费的效果, 但一项针对非法捕猎的研究发现, 
受访者对他人典型行为(即描述性规范)的感知会影

响其自身的偷猎行为(St. John et al, 2015)。在社区层

面, 可尝试建立抵制非法野生动物消费的邻里监督

制度, 树立良好社区典型, 逐步影响其他社区, 促
进形成保护野生动物的良好社会氛围。 

公共承诺可发挥社会对个人承诺的监督作用, 
或通过社会压力达成个体行为的改变。向社会公开

承诺后, 尤其是当违反承诺面临的社会惩罚较为严

厉时 , 个人往往更在意自身的言行一致 (Kiesler, 
1971)。已有研究发现, 进行公共承诺的农业从业者

更有可能以实际行动支持可持续农业, 并影响带动

周边的社区参与(Lokhorst, 2010)。同样, 对购买野

生动物产品持有矛盾或消极态度的个人, 如果公开

承诺不购买, 则食言后可能面临的社会舆论压力可

能促使其降低实际消费的可能性(Wallen & Daut, 
2017)。因此可鼓励企业家、政府官员等公开发出“不
食用野生动物”的承诺, 或向社会公众发起“我承诺

不吃野味”的公益活动, 呼吁公众参与并在个人社

交网络上公开分享承诺, 实现切实的行为改变。 

群体领袖是一个群体中具有影响力的成员; 就
特定的目标行为而言, 这些成员已达成了目标行为, 
并自愿通过与他人沟通, 教导其他未达成目标行为

的人(Wallen & Daut, 2017)。群体领袖利用其与他人

间的复杂社会网络, 更容易与其他人之间互相理

解、建立信任、产生共鸣, 从而有效地影响他人的

行为, 进而扩大影响力与辐射人群(Rogers, 2003; 
Christakis & Fowler, 2009)。目前已有多项研究表明, 
群体领袖与社交网络对增加个体的再生资源回收

行为有积极作用(Burn, 1991; Meneses & Palacio, 
2007)。对于减少非法野生动物消费, 可考虑通过社

区中受人尊敬的老人或基层干部劝导家人、朋友、

邻居、住户停止购买野生动物产品。又如在新冠肺炎

疫情期间, 中国烹饪协会带头发起的“珍爱自然, 拒
烹野味”倡议书(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 
forward_5687414), 通过各地餐饮业相关的社交网

络迅速传播; 餐饮企业老板或厨师长作为群体领袖

表率, 带动全产业抵制售卖或烹饪野生动物, 体现了

群体领袖运用社会网络影响公众行为的积极作用。 
3.1.3  法律规范 

为加强濒危野生动物的保护, 国际与国内均有

相应的法律法规。《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

约》对野生动物国际贸易进行管制, 采用物种分级

与许可证的方式, 旨在帮助实现对野生动物的可持

续利用。我国长期为野生动物保护努力, 自1988年
起国家相继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陆生野生动物保护实施条

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生野生动物保护实施条

例》等相关法律。同时, 针对特定濒危物种和特定

事件制定了相应法规。例如2018年起我国正式实施

的“象牙全面禁贸令”(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 
2017), 以及在新冠肺炎疫情下出台的《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动物交

易、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

命健康安全的决定》(http://www.npc.gov.cn/npc/ 
c30834/202002/c56b129850aa42acb584cf01ebb68ea4.
shtml), 均旨在进一步打击野生动物非法贸易与过

度消费。《决定》发布后, 各省、区、直辖市也出

台适宜本地区的相应决定。例如福建省率先发布

《福建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革除滥食

野生动物陋习、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的

决定》(http://www.npc.gov.cn/npc/c30834/202002/ ©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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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728c88d54f4676866328530d5497cc.shtml)。湖北

省发布《湖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严厉

打击非法野生动物交易、全面禁止食用野生动物、

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的决定》(http://nyt. 
hubei.gov.cn/bmdt/ztzl/zxzt/wcbgzyq/202003/t202003
09_2176492.shtml)。截至2020年5月, 江西省、广东

省、广西壮族自治区、重庆市、山西省、北京市、

天津市、湖南省已纷纷出台本省或直辖市的相关决

定或条例。 
合理明确的法律法规可打击野生动物非法贸

易, 抑制消费需求增长(Baillie et al, 2004; Sung & 
Fong, 2018)。例如2018年我国的“象牙全面禁贸令”
实施后, 调查显示受访的购买过象牙的消费者中, 
近80%的人表示未来不会购买象牙, 自我报告一年

内购买过象牙的人数比例也显著减少(GlobeScan, 
2019)。尽管如此, 消费者需求和购买意愿受当前法

律政策的影响可能是短期的。例如调查显示, “象牙

全面禁贸令”在2018年实施时对消费者的影响比

2019年时大, 购买象牙的渠道中海外旅游渠道的占

比也由2018年的 18%显著上升至2019年的 27% 
(GlobeScan, 2019)。因此, 有必要对法律规范的效果

进行更长期且深入的监测和评估。还需要注意的是, 
在市场需求强劲的情况下, 单纯地禁止贸易可能导

致非法贸易的增加, 而更严格的法律、更高的罚款、

更强的公共执法, 可能造成一系列的反作用, 例如

禁令发布前的需求增加或民众产生逆反心理(Chall-
ender et al, 2019; Ribeiro et al, 2020)。因此在法律颁

布的同时, 应重视相应的普法宣传, 逐步引导社会

规范和行为(Rivalan et al, 2007; 姜南和王邱文 , 
2018)。法律法规要发挥作用, 也离不开高效的执法

与监管体制(费宜玲等, 2019)。目前我国执法工作从

野生动物驯养繁殖、经营利用、野保工作等方面开

展(许岚, 2014), 还需进一步完善执法监督机制, 提
高区域监管能力(费宜玲等, 2019)。此外, 考虑到野

生动物消费贸易链往往涉及跨国边境贸易, 其相应

约束法规相对缺乏, 因此还需加强国际间与国内各

法律的衔接与配合(Harrison et al, 2016)。在特殊时

间节点, 可积极开展保护野生动物资源的专项打击

行动(姜南和王邱文, 2018)。例如在新型冠状病毒肺

炎疫情期间, 全国各地林草系统清理整治市场、餐

馆等野生动物经营场所, 严厉打击了野生动物违规

交易行为。 

3.1.4  行为助推 
基于行为科学的视角, 许多社会问题本质上是

个体的行为问题, 而行为又是个体决策选择的结果

(何贵兵等, 2018)。适当改变人们面对的选择架构, 
可使人们的行为选择发生预期变化。这类行为干预

方法被称为 “ 助推 ”(Nudge; Thaler & Sunstein, 
2008)。目前助推方法已运用于促进经济发展与环境

保护以及提升居民的健康、教育与幸福等多方面

(The Behavioural Insights Team, 2015)。例如在养老

金计划情境中, 把原来的默认“不参加”改为默认

“参加”, 参保率可由之前的30%提高到3个月后的

90% (Thaler & Sunstein, 2008); 在大学食堂中素食

的供给比例增加1倍, 素食销售增加了41%–79%, 
可减少肉类消费(Garnett et al, 2019); 通过经济等手

段来激励有效的节水管理, 可使居民每月节约用水

增加20倍(Nayar & Kanaka, 2017)。通过助推方法干

预个体行为的成本低、效率高、效益大, 同时不限

制个体的选择自由, 规避家长制和自由主义的弊端

(何贵兵等, 2018)。这种方法也为减少野生动物消费

提供了新思路和新方案。例如2019年国家医保局和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了新版《国家基本医疗保

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http://www.gov. 
cn/xinwen/2019-11/28/content_5456662.htm), 明 确

表示穿山甲中药饮片不得纳入医保支付范围。此外, 
阿胶、燕窝、玳瑁、海马和麝香等含有野生动物成

分的中药饮片也从医保支付范围内移除。这些举措

是通过影响选择架构从而影响公众对药品购买的

决策, 将有助于减少市场对野生动物入药的需求。 
3.2  行为改变框架与原则 

为更有效地达成野生动物消费行为的改变, 可
利用合适的行为改变框架 , 包括社会营销框架

(social marketing)、以人为中心的设计框架(human- 
centered design)和改变理论框架(theory of change) 
(Wallen & Daut, 2018)。社会营销框架运用市场营销

概念、原则和方法, 鼓励有益于社会的行为; 其目

标与优势在于在一段时间内利用有限的资源, 通过

高效的产出和可持续的过程, 促成目标群体中大部

分人积极的行为改变, 从而影响政策、推进有利于

社会的变革(Kotler & Zaltman, 1971; Schiffman & 
Wisenblit, 2019)。此框架可运用于减少野生动物消

费的社会营销框架包括基于社区的社会营销和生

物多样性保护营销(Wallen & Daut, 2018), 目前已©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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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运用于鼓励可持续的海产消费、减少野味消费

以及川金丝猴(Rhinopithecus roxellanae)保护等实际

问题中 (DeWan et al, 2013; Wright et al, 2015; 
Chaves et al, 2017)。以人为中心的设计框架来源于

参与性行动研究, 是通过与利益相关的个人或社区

直接合作, 形成适合当地情况的行为改变战略。该

框架与基于社区的社会营销类似, 但更强调实际行

动的发生和参与(Reason & Bradbury, 2008; Wallen 
& Daut, 2018)。例如应用于野生动物保护领域中, 
更多地考虑本地社区的价值观与需求, 不强制贸易

相关方与野生动物保护的目标一致或完全禁止贸

易。改变理论框架通过设定预期的行为改变目标, 
并理清各干预环节间的发展路径和因果联系, 为决

策者提供每个行动或阶段的概念地图, 帮助设计最

佳对策并评估目标产出的可行性(Phelps et al, 2016; 
Wallen & Daut, 2018)。改变理论框架已被运用于设

计多项野生动物非法贸易的干预途径, 为政策制定

与干预活动提供依据(Biggs et al, 2017)。 
不同的行为改变方法和框架有其优势和限制。

运用它们减少野生动物消费时, 可整体考虑以下原

则: (1)基于专业的行为科学理论, 理解行为发生机

制; (2)依据需求划分目标群体, 确定营销内容; (3)
针对特定的目标与情境, 选择合理的行为改变框架

与方法; (4)结合当地文化背景, 推动社区与野生动

物利益相关者的实际参与; (5)在实施过程中, 加强

多学科、多主体、多尺度的合作。 

 
基于野生动物消费动因、利益相关方、社会环

境等的复杂性, 在运用行为改变框架和方法以减少

需求并改变消费行为时, 需要综合运用多学科的方

法, 倡导多主体合作, 同时考虑不同行为策略在多

时空尺度下的适用性 (Wallen & Daut, 2018; ‘t 
Sas-Rolfes et al, 2019), 以实现有效且长久的野生动

物消费行为改变和野生动物保护。 
4.1  多学科运用 

当今的野生动物贸易和消费很大程度上是全

球范围的复杂问题, 除了需要重视社会学、心理学、

经济学、传播学以及公共卫生等多学科在理解动因

和制定对策中的重要作用以外, 也需要重视生态学

在评估野生动物贸易生态影响中的基础作用, 并在

相关的研究和实践中综合运用多学科发展的多种

技术。野生动物贸易和消费对生态系统有巨大影响

(Blair et al, 2017), 因此生态科学对理解物种的种群

动态、生态功能, 以及贸易和消费对这些动态和功

能的影响也至关重要(Wittemyer et al, 2014; Benítez- 
López et al, 2017)。生态学中引入的高新技术, 如高

分辨率卫星、无人机、红外相机、图像识别技术等, 
提供了更系统高效的研究手段和更精确的科学数

据(李晟等, 2014; Gonzalez et al, 2016)。这些研究结

果除应用于评估野生动物贸易和消费对生物多样性

的影响外, 还可为公众的生物多样性科普提供资料。 
另外, 腾讯、阿里巴巴等多家互联网企业成立

的网络野生动植物非法贸易全球联盟, 利用图像识

别和自然语言等技术对旗下平台进行审查, 年均处

理违法信息约150万条, 有效阻遏了非法贸易信息

流通(Coalition to End Wildlife Trafficking Online, 
2020)。同时, 图像识别技术可推广用于执法过程、

公众教育中的物种识别、资源系统监测中遥感图像

处理等不同场景(Gonzalez et al, 2016; Wäldchen et 
al, 2018)。利用DNA条形码和同位素标记等方法可

以定位被贸易个体所属的种群, 有利于跨区域贸易

链的精准打击和野生种群资源的精准保护(Blair et 
al, 2017; Natusch et al, 2017)。 
4.2  多主体合作 

减少野生动物消费需要强调各学科学者、政

府、非政府组织、保护区工作人员 、当地社区及

公众等多方合作参与。例如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中, 
公益组织、媒体、企业、自然教育机构、高校等多

方合作, 发起了一系列关于野生动物的教育宣传活

动 , 包括多方联合邀请公众编制“中国野味红色

名录”的活动(https://mp.weixin.qq.com/s/sGsMqJP 
shOqms597GqPrFA)。在应用多学科理论方法和新技

术的基础上, 构建各保护群体的合作机制和平台, 
可高效地共享资源, 发挥不同主体各自的优势。例

如社会和行为干预实践社区平台(Social and Beh-
avioural Change Community of Practice, https://www. 
changewildlifeconsumers.org/), 可实现各主体合作

开发决策模型、工具包等干预野生动物消费者行为

的工具, 形成野生动物消费干预网络和体系(Wallen 
& Daut, 2018)。同时基于互联网技术建立高效透明

的举报平台, 如12315、腾讯110平台, 可让更多的

公众参与到打击非法野生动物贸易和消费行动中

来, 发挥野生动物保护主体的作用。 

4  加强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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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生动物非法贸易是一个在多个时空尺度上

运作的系统(Gao & Clark, 2014), 其中涉及从物种

捕获到消费等多个利益相关方(表1)。因此减少野生

动物消费也需对贸易链条上的其他相关方进行干

预。如2019年开始的一项由欧盟资助的在湄公河流

域、马来西亚和中国开展的打击野生生物贩运和

森林犯罪的国际合作计划(http://wcs.org.cn/?what 
wedo/lm/227.html), 联合了多国政府、非政府组织、

企业、高校等多方力量, 旨在实现对野生动物贸易

链源头、中间商和消费者的全链条同步干预。 
4.3  多尺度考虑 

行为可以在不同的尺度上(即个人、群体或社会)
表现和被影响(World Bank, 2015)。因此, 针对不同

情境、不同消费群体实施野生动物消费行为的干预

策略, 需要考虑不同尺度的适用性(McKenzie-Mohr 
& Schultz, 2014)。针对特定需求的目标群体, 在较

小的群体尺度上利用群体领袖等社会影响可以更

有效地影响人们的行为。例如在医患群体中由传统

医学从业者倡导患者在治疗过程中减少对濒危物种

的使用 , 以减少野生动物入药的需求(TRAFFIC, 
2015)。而对于较大尺度上较为分散的消费群体, 则
更适合利用公益广告、宣传教育等方法拒绝野生动

物及其制品(Moorhouse et al, 2017)。 
无论是何种干预策略, 都应该在长时间尺度中

保持良好的效果, 因此评估系统和监管措施至关重

要。干预效果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 因此对

干预后的不同时间段(如1个月、3个月、半年、1年、

2年等)进行评估, 有利于策略在长期实践中的适时

调整和改进(Wallen & Daut, 2018)。对野生动物贸易

的各个环节执行合理且严格的监管措施, 可以在一

定程度上降低野生动物消费行为反弹的风险(‘ t 
Sas-Rolfes et al, 2019)。现如今, 互联网和社交网络 

 
表1  野生动物贸易中不同类型的利益相关方 
Table 1  Typology of key actor roles in wildlife trade 

贸易链 
Trade chains 

利益方类型 
Category 

说明 
Description 

供货方 
Suppliers 

生计型 Subsistence 满足自身基本物质需求 Non-commercial harvest for household or local use 

商业导向型 Specialist commercial 利用专业工具或技术、商业目的捕猎、养殖 Harvest and breed with an explicit 
commercial orientation that often involves specialist skills or technologies 

机会主义型 Opportunist 如在采集蘑菇过程中偶遇猎物 
eg. in the process of gathering mushrooms, come across wild animals 

无意型 Bycatch 无意的捕猎, 如野生动物掉入水池 
Unintentional harvest of non-target species (eg. wild animals fall into the pool) 

娱乐型 Recreational 以愉悦为目的 Harvest for enjoyment 

应对型 Reactionary 因为不满而捕猎, 如人兽冲突  
Harvest associated with discontent or protest (eg. in reaction to conflict with wildlife) 

组织型 Logistician 组织偷猎、收货、计划贸易等 Involved in ordering, aggregation, finance and plan trade. 
etc. 

中间商 
Intermediaries 

走私型 Specialized smuggler 跨境运输 Transboundary smuggling 

机构合谋型 Government colluder 利用职务之便纵容非法贸易 Involved in using an official government position 

不知情第三方 Unknowing third party 如快递公司 eg. express companies 

处理方 Processor 处理加工野生动物制品 Involved in product transformation 

批发、零售 Launderer and vendor 直接面对消费者的商家 Direct sale to consumers 

体验型 Experiential 追求感官体验或猎奇 Desire to fulfil hedonistic pleasure or satisfy curiosity 

消费者 
Consumers 

社会型 Social 如通过消费展示财富、地位 eg. highlight wealth, social standing through consumption 

功能型 Functional 如使用保健品、药物 eg. use nutriments and medicines 

经济型 Financial 如投资动物制品或收费展示动物 
eg. buy wildlife products as investment strategy or exhibition for income 

精神型 Spiritual 如宗教放生 eg. free captive animals for religious brief 

表格内容改编自Phelps等(2016)和Thomas-Walters等(2020)  Modified from Phelps et al (2016) and Thomas-Walters et al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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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展使信息的传播速度加快, 覆盖人群更广, 依
托于互联网的干预效果评估也更加便捷(Webb et al, 
2010), 这也使得不同时空尺度上的干预策略都有

了更多的可能性。 

 
本文运用多学科视角, 从消费端切入, 以我国

野生动物贸易现状为例, 系统地概述了野生动物消

费的需求动因、改变消费行为的对策以及对策实施

过程中需要遵循的合作原则, 以应对野生动物消费

和非法贸易问题, 为我国的野生动物保护事业提供

新思路。未来研究还可通过整合更多视角、采用更

多样的研究方法, 探究其他因素对野生动物消费的

影响(如民族、城乡居住状态等; Zhang et al, 2008; 
Zhang & Yin, 2014)或其他行为改变方法(如利用行

为的溢出效应与代际效应实现积极行为的传递与

扩散; Truelove et al, 2014; 杨永娇等, 2019)。考虑到

野生动物贸易涉及到复杂的政治、经济、社会和环

境问题(李义明, 2001), 干预项目仍然存在着监管评

估难落实及手段具局限性等问题, 需要各研究单位

进行数据共享, 并开发公开、系统、操作性强的评

估体系(Redford & Taber, 2000; Keene & Pullin, 2011; 
Miteva et al, 2012)。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危机解除之

后, 人与野生动物的和谐相处之路应如何继续走下

去, 除了在法律层面治理非法交易和滥食等违法行

为外, 社会各界还应在移风易俗上共同努力, 促使

健康消费观成为社会共识, 引导社会的约束力长效

地对非法野生动物消费做出抵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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